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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陈元方对当代中国地方志事业的贡献

张世民

提 要：陈元方是当代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出并坚持新编地方志必须记载“文

化大革命”的思想观点，曾引起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其有关人口、民族宗教、人

物、重大事件、文献、历法入志的意见或建议，以及关于地方志机构、制度建设和省志框架的顶层

设计，影响深远。陈元方善于调查研究，并将其用于指导地方志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曾提出“老同志要向陈元方同志学习，搞点调查研究，搞点学问，出点好主意”。

关键词：陈元方 地方志 方志学理论 陕西省志

陈元方（1915—1993），笔名一枝，陕西乾县人。1982 年至 1990 年出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主任，是陕西省地方志事业的奠基人和组织者；同时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堪称当代

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酷爱并执著于地方志事业，曾因提出和坚持新编地方志必须如实

记载“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观点，而引起省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他十分重视方志学

理论的研究，曾于 1983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上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

方志学的研究，是我们理论战线的任务之一。”
[1]
他在主持并策划陕西省地方志编纂进程中，亲笔

撰文探讨过许多有关地方志事业的理论课题，其有关方志学思想与实践的主要著作，已收入《陈元

方方志文存》《陈元方文稿选》之中，至今仍被人们提起并称道。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梳理

和探索、重估这些珍贵的方志学理论观点，有助于我们继承传统，总结经验，把地方志事业牢牢植

根于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

一、陈元方对当代中国地方志编纂的理论贡献

陈元方担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近十年，及其卸任，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离休对

他而言，只是一种工作状态的调整，一生思考写作不辍的他，兀自坚持着对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

研究和思考，撰写过大量的方志理论和志稿评审文章，陆续发表在省内外不同的理论刊物或专业刊

物上。对于地方志的编纂，他从来都不曾囿于书斋，更未置身于现实之外，而将其与国家经济社会

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思想理论观点并形诸文章。身为中共陕西省

委资深的领导人，陈元方晚年主动请缨投身于地方志事业，俨然一位有政治家深邃眼光和胸怀的方

志学者。其有关地方志事业的理论思考深入而大胆，不少学术观点富于智慧且卓有见地，始终贯穿

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创新理念。其一生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贡献

是多方面、多领域的，而有关地方志编纂事业的历史贡献，更不失为其精彩人生的一个侧面。要而

言之，这种贡献集中体现在下列七方面：

（一）陈元方有关方志学的学术观点中，影响最大、反响最为强烈的，当是关于如实记述“文

化大革命”失误的思想主张。上世纪 80 年代肇端的新编地方志编纂事业，首先面临的一项最重大、

最紧迫的政治—历史任务，就是要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从政治上鉴别

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到立体地、历史地评估“文化大革命”，并将这一政治运动

与同时期的历史发展区别看待，是摆在当时各级党政机关面前的一条政治红线。基于基本立场和共

同认知的差异，不少地方严格规避“文化大革命”的记载，且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

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有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为规避事实的一种理由，从而连同建国

以来若干政治运动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也一律不能如实记载（如不许记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1]
陈元方：《重视方志理论的研究》（1983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上的讲话），《陈元方方志文

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93 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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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死亡人数等）。陈元方对此公开表示异议，并连续发表了《注意新编志书的政治质量》《再

谈必须注意新编志书的政治质量》《新编地方志不记述“文化大革命”是对我国现代史的歪曲》等

长篇文章，全面、系统且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强调“必须解放思想和排除干扰，实

事求是地加以记述，十年‘文革’不应掩盖，也含糊不得，十年灾难，不能无志。不记述是不妥当

的。”[1]又说：“‘文化大革命’永远是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益的历史课题。中国人不记述，外国

人也会记述；当代人不记述，后代人也会记述。”“让史无前例的‘文革’大动乱逃脱于历史和地

方志的记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容篡改，隐讳大可不必，粉饰

应当剥去。”
[2]
其文章被《方志研究》《云南方志》《陕西地方志》等全文转载，又被《瞭望周刊》

《文摘报》等摘要发表，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尽管其观点不尽为人认同，甚至还遭遇过不小

的反对声浪，但他自信真理在握，丝毫不为所动，依然亲笔修订地（市）县志稿，坚定不移地推动

各级地方志机构如实记载“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劫难。事实证明，这种诚实的历史态度与科学理

论指导下的历史实录，已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必将成为后人正确认识这段民族痛史乃至当代

中国社会的重要依据，以致不少首轮志书拒绝记载“文化大革命”的省份，后来也都通过认真的反

省和总结，同意并重申了实录“文化大革命”的原则。

（二）陈元方竭力推动各级志书的品类建设，有关人口志的编纂即其一种。为了推动人口志的

编纂，他曾召集人口理论学术研讨会，出版《人口问题论文集》，并提出了正确认识人口问题的思

想观点。为了阐明人口理论与人口志编写的问题，他在有关人口理论的文章中，就如何看待资本主

义的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提出了自家观点。他解析了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肯定了马寅

初的《新人口论》，力主摆脱左倾教条束缚，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他主张正确运用

人口理论，探索人口问题的规律性，加强人口资料建设，通过弄清各地的人口历史和人口现状，进

一步观察人口发展的历史延续性
[3]
。这种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的人口志编纂，不应重申传

统的人口学观点，更不能将人口众多理解为“财富”或“灾难”，而是要显示人口演变规律，科学

评估和分析人口问题。其所撰写的《西安人口调查》一文，在梳理人口资料、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建言精准预测人口，开展基层人口统计，并通过人口调查与分析，及时反映人口自然现象和社

会现象，提供领导参考，这也是他将人口调查与地方志编纂密切联系的典范之作。

（三）陈元方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另一主张，在于对民族志、宗教志编纂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民

族志》是整个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客观记载各民族和

民族关系的历史真相，以期反映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共同贡献；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宗教志》

编纂，不仅需要相应的社会学视角，更需要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从政治学角度来认识民族、宗教

问题的复杂性。有关宗教志的编纂，他先后有过六七篇讲话或论文，其中首篇就是《关于宗教学术

研究》。该文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对宗教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意义，阐述了宗教的产生和历代统治者

对宗教的利用，并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不可强制消灭宗

教，而要围绕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紧密团结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努力于两种文明建设，并强调这

是对待宗教问题的科学态度。他以编写《陕西省志•宗教志》为例，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

理论来‘志’，要用党和国家对待宗教的正确政策来‘志’”[5]。他要求将宗教与宗教文化、宗教

与封建迷信区别开来，在宗教团体与宗教事务方面，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并实事求是地评价明末

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这些判断不仅阐明了编纂宗教志的立场和观点，而且对如何记载历史

上的民族宗教现象，给出了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和诠释。

[1]
陈元方：《再谈必须注意新编志书的政治质量》，《陈元方方志文选》，第 166-167 页。

[2]陈元方：《新编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理论导刊》1992 年第 2期。另易题《新编地方志不记述

“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现代史的歪曲》，《陈元方文稿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83-396 页。
[3]
陈元方主编：《人口问题论文集》，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 年。就有陈元方撰写的《人口理论与人口志的

编纂》《西安人口调查》等文章。
[4]陈元方：《全国民族自治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开幕词》（1984 年 9 月 11 日），《新疆地方志通讯》1984 年第 4期。
[5]陈元方：《关于宗教学术研究》（1983 年 11 月 22 日在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西安会议上的讲话），《陈
元方方志文存》，第 312 页。另作《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陕西地方志通讯》1984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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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元方非常重视人物志的编纂工作，亲自主持了《陕西省志•人物志》（古代部分）的

编纂工作。他认为，编纂人物志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臧否人物，还是为了以人系事，通过人物的

事迹来反映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寻求发展规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服务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针对“生不立传”，他主张“决不是不可以预备立传”；针对“四为主”（正面

人物为主，近代人物为主，本籍人物为主，劳动人民为主），他主张“凡是同本地有关的均应从实

际出发，应写就写”；针对人物职位，他主张不能以官取人，凡是对社会发展起了作用的，即使是

小人物也应立入志传。以《一叶知秋》而触怒毛泽东、被称为“民间顾准”的户县农民杨伟名，就

是其力主小人物入志的典型个案
[1]
；此人职务虽低，但却不失为农民思想家和先觉者，不仅被写入

了《户县志》，还被写入了《陕西省志·人物志》。对于入传人物排序，他主张依卒年为序，不必

按历史时期、职位高低和历史功罪来处理。对于既往历史人物的祠庙，他主张按照历史人物纪念馆

来对待，增加其历史文化内容
[2]
。其中史前人物的记载，应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和清理。此前一直被视为传说人物的黄帝及黄帝陵，就是经他建议和坚持而被浓

墨重彩地写入省人物志的
[3]
。他明确要求：“我们对任何人物的研究成果，都应该是能够站得住，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行。”
[4]
将减少后人翻案的可能性，作为地方志人物记载的重要原则。这些具

有超凡智慧和深远历史洞察力的观点和原则，迄今已为方志界所普遍遵行。

（五）陈元方还非常重视近代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曾

发生过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以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抗日的“双十二事件”，

亦即西安事变。1986 年，陈元方主持编纂、出版了《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5]大型画册，用

以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该画册按照事件发生顺序，精选了 700 余幅图片来系统反映这一事件，

本就别有格局，颇具新意，尤其是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的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从宏观

反映和微观反映双重视角，深刻展示出这一事件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本质。尽管此书所收的资料，以

年远岁湮容有可议之处，然其立项成书，足见陈元方高度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研究。在首轮修志开展

之初，陈元方采用图志形式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也为当代地方志编纂事业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

（六）陈元方还非常重视新编地方志对于韵文文献的整理。1988 年 11 月，他从诗歌史角度探

讨了诗歌与地方志的关系。指出“陕西是诗歌的故乡，有深厚的诗歌传统，自古代以至现代，优秀

的诗作，极其丰富。”
[6]
基于“从我国诗歌产生和发展说，陕西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是中华诗歌的

摇篮，历史上有丰厚的诗歌基础和光辉的传统，诗歌之多，诗人之多，甲于全国其他地方……陕西

曾是我国历史上原始社会的黄帝时代先民活动的地区，又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周秦汉唐等十几个朝代

的创业和建都之地，曾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又是大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国际交

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源头，也是内地接近西北边防前沿的基地，围绕这个中心及其各项事业活动的

需要，这里产生和聚集了大量的各方面人才包括许多的知识分子和诗人。这些人在陕西，或应考，

或求官，或隐居定居，他们熟悉陕西，接近人民，体验生活，辄有吟咏，加上统治者的提倡（例如

李世民），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光辉的咏陕诗篇。这是陕西的独特处，也是陕西的骄傲”的史实，和

“地方志是地方情况的载体……诗歌描写的情况或若干侧面，都是地方志所需要的，所不同的是它

以诗歌的形式，而不是以散文的形式来记载反映陕西情况的。唯其如此，这种记载与反映，也就更

为概括、典型，具有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认识，陈元方提出了编纂《陕西省志·全陕诗》（又名

《历代咏陕诗大全》或《历代咏陕诗词曲大全》）的构想，并计划分历代（由周秦迄清末）和辛亥

革命以来两部分，分别由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教授和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志处刘迈处长主持编

纂，分上下册出版。在收录的范围上，明确规定：“不论是名人还是非名人，不论是陕籍人还是非

[1]陈元方：《努力提高新编县志的质量》（1984 年 4 月 9日至 18 日在户县志初稿座谈会上的发言），《陈元方方志文

选》，第 111 至 123 页。
[2]陈元方：《怎样对待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及其祠庙》，《陈元方方志文选》，第 279 页。
[3]陈元方：《和黄陵县志办同志的谈话》（1986 年 11 月 24 日），《陈元方方志文选》，第 190 页。
[4]陈元方：《关于<人物志>》，《陈元方方志文选》，第 275—278 页
[5]
陈元方、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胡耀邦题签），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 年。

[6]
陈元方：《诗歌与地方志》，《陈元方方志文选》，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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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籍人，也不论作品已发表还是未发表，凡是写陕西有关的人、事、物，并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均在收录之列。”“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不论是历代的诗歌，还是辛亥以来以至当代的

诗歌，均依此要求，一视同仁，政治性与艺术性并提，婉约与豪放并重，合律与不合律并收，歌颂

与暴露并蓄。”期望使“举凡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山川、田野、宫殿、园林、寺院、

古遗址、风景、胜迹、都市、村落、民情风俗、自然灾害，还有统治者的荒唐无道、社会动乱不安、

人民的苦难与反抗、人民的革命战争、民族关系与民族战争、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

各阶级阶层的动态，社会发展的轨迹，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历

史经验教训、当前的改革开放以及反对外来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与内部邪恶势力和腐败势力”
[1]
等等，无不得到集中的反映，成为了解陕西情况与研究陕西历史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2008 年，

4 卷本、约达 653 万字的《历代咏陕诗词曲集成》出版，曾引起过不俗的反响。

此外，倡议走太阳历之路，创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历，也是陈元方深化方志思想和实践的一
个方面。陈元方倡导历法改革并提出具体方案，尽管并未得到社会广泛承认，影响有限，但他强调

“在历史研究中、在其他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之书的地方志编纂中，整理

与研究我国天文学与历学资料，总结历史经验，吸取精华，使它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将是很有意义的。”
[2]
这一认识，既是对传统方志思想的深入理解，也是其丰富天文

知识的切实运用。

二、陈元方对省级地方志机构的顶层设计

陈元方担任陕西省地方志机构领导人期间，陕西省地方志机构有过一套庞大的组织机构，其人

力财力和重要活动，也都是空前绝后的。当时的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属于实体单位，除下设办公室、

省志处、地县志处、出版发行处、古籍整理处外，还有三秦出版社、史志印刷厂等机构，可谓阵营

庞大，体制周整。这一机构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各领域人力、物力集中的效应，对于其他各省地方

志机构的建立，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而这则集中体现了陈元方有关地方志事业机构顶层设计的理

念。

（一）陈元方有关陕西省地方志事业的机构建设，首先在于他亲手建构了具有陕西特点、陕西
风格的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度。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其关键的制

度建设，在于领导机构和业务组织的高度统一，在于编纂机关和审稿机关的高度统一，在于事业创

新和制度创新的高度统一，在于行政协调和学术组织的高度统一，这是当时全国其他地方志机构所

无法比肩的。地方志机构究竟是行政机关还是事业机关？如何发挥其独立的国情、省情研究与编纂

功能？这与地方志事业机构的设置和建设关系至为密切。陈元方对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最早尝试，肇

始于他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期间。1979 年，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

作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的重要批示不久，他就指示西安市人大常委会筹备设立西安

通志馆，致力于西安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地方志的编纂。后来转任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后，

又主动向省委请求并获准专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同时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念海

教授等担任副职，着手制定《陕西通志》及地县志编纂规划大纲，并成立了阵容可观的专家委员会，

开始启动新方志的编纂。

（二）陈元方在主持陕西省地方志事业的十余年间，创建了各项机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其
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制定了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规划，同时为保障志书的政治质量和学术水准，

进而确立了具有陕西特色、陕西作派的省、市、县三级审稿制度。《渭南县志》《户县志》和《白

水县志》，是陕西省首轮志书中三部最早的志书，他曾亲率审稿团队，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并且

坚持躬亲审稿，坚不使人代庖。仅首部送审的《户县志》稿，他便排除冗务，闭门谢客，用整整八

天的时间悉心审读，并系统、全面地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将当时仍有较大争议的杨伟民《一叶知秋》，

原文收入县志，以保留珍贵的历史凭证。他坚持将审稿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要求审查修改者

[1]陈元方：《贺<历代咏陕诗词曲集成>》，《陈元方文稿选》，第 415—421 页。
[2]
陈元方：《历法与历法改革丛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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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动脑动手，不可走过场。主张“审稿这件事，要省、地、县各级编纂人员共同负责，我们要对

当代负责，对后代负责。我们这个责任是无法旁贷的。”
[1]
强调“县志审稿，要立足当地，由各县

负主要审稿责任。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也要发挥职能作用，尽力予以协助。只要这一步审查工作

做好了，最后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就免得再做大的修改了，也可以节省不少的人力、物力、

时间。”[2]至于具体审稿，首先要求在程序上把好“三关”（定稿之前的审查修改；付排后对清样

的审查修改；出版后的审查，如有错字、脱字和衍字，应加勘误表）；同时要确保政治上不出问题，

专业上不失水准，文风上清通确切[3]。这一科学的审稿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志书的政治质量和学术

质量，曾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认同和肯定，并于 1986 年底作为典型示范在全国地方志第一

次工作会议上作过经验介绍
[4]
。

（三）陈元方对陕西省地方志事业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就是围绕制定《陕西通志》规划大纲，
明确了省地县三级地方志编纂任务，并确定了一系列陕西省省情丛书。他所策划制订的《陕西通志》

（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统一要求，于 1985 年改名《陕西省志》）编纂规划纲要中，分别地

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结合古今社会的变迁和历史著述的演变，先后确

定了数十部专业志书的编纂目标
[5]
。二十年后，尽管部分专业志作了调整，但其基本规模和基本构

思，仍然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与此相应，在确定省、县两级修志的同时，陕西省还进一步落

实了各地区修志的规模与要求。当时陕西省管辖的地级行政区划，除西安、铜川两市外，宝鸡、咸

阳、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等八个地区，均属于陕西省派出机构。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后，这些地区相对独立的行政格局日益稳定，并陆续演变成有辖县职能的城市政府，全部撤地

设市，所管辖的县级市也都撤市设区。从省管县到省管市，从地区到设区的市，这一层级的修志工

作也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陈元方敏锐地及时跟进并拓展了这一修志空间，表现出强烈的与时俱进、

不断拓展的进取精神。而在地方志资料丛书的编纂方面，他所主张的编写大陵墓、大遗址和古建筑

等名胜景区志的观点和做法，也为地方志事业的“开疆拓土”，导夫先路，诸如《黄帝陵志》[6]《秦

始皇帝陵志》《茂陵志》等的编纂尝试，为此做出了重要的铺垫。尤其是他因应邀参审《黄山志》
[7]，进而想到《黄帝陵志》的编纂，又进而提出为名山大川修志的问题。为轩辕黄帝和古代人物立

传时，他创造性地采取地方志机构与高等院校暨职能部门联手共襄的做法，充分发挥相关专家学者

的优势和作用，分别委托西北大学历史系和陕西省文史馆承担相应的编撰任务，在工作体制机制建

构方面，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三、陈元方方志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现实基础

（一）陈元方一生服膺马列，笃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坚持用

哲学思维指导实践。1959 年初，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先后发表了《谈谈否定之否定规律》《论

否定》（1959 年）等富含辩证思维的哲学论著，并以此为思想基础开展各种社会实践。他具有理

论思维的胆量和不断创新的勇气，主张既要学习西方理论，又要研究古代遗产，中外结合、古今结

合，最关键的是要将研究的目光落实在处理当前的社会问题之上。他说：“在学术理论问题上不能

搞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能搞下级服从上级，只能‘唯实’，只能实行‘百家争鸣’与‘三不主义’

（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方针，大家服从真理。”
[8]
在多年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并多次阐述了这一指导思想的基本内涵；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永远

在发展着的学说，必须反对将前辈们的思想理论教条化，同时要像列宁那样，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

[1]
陈元方：《论新编县志稿的审查修改》，《陈元方方志文存》，第 342 页。

[2]
陈元方：《论新编县志稿的审查修改》，《陈元方方志文存》，第 346 页。

[3]
陈元方：《志书的审查修改与出版》，《陈元方方志文存》，第 355-356 页。

[4]
陈元方：《认真审查修改，保证志书质量》，《陈元方方志文存》，第 347 页。

[5]张世民：《论史念海对中国地方志事业的贡献》，《中国地方志》2011 年第 10期。
[6]
陈元方：《<黄帝与黄帝陵>序》，见柏明、李颖科：《黄帝与黄帝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页。

[7]
陈元方：《<黄山志稿>读后》，《陈元方方志文存》，第 285-291 页。

[8]陈元方：《在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 (198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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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他肯定了毛泽东对于教条主义的反对态度，并指出了当代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

的教条主义，同时谆谆告诫方志界的同志：地方志事业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但是地方志的

指导思想并非胶柱鼓瑟，而是要与时俱进。这些论点和观念，值得我们深切牢记和省察。

（二）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陈元方一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国情、省情
和市情的分析。陕西全境解放前夕，陈元方主编了旨在汇集陕西国统区政治、军事、文化、教育、

社情等的调查文献——《陕情汇报》
[1]
，成为服务领导决策、配合部队占领城市的重要指南。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任职西安期间，著有《怎样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及《八仙庵调查》《西安

人口调查》《巨家庄调查》《城市私房改造调查》等数十篇调查报告，对于开展城市经济改造和社

会管理，发挥过重要的咨询参谋作用。这些面向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后来自然成为他致力于地方

志编纂事业的基础性背景。其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善于钻研的学习态度，曾得到中共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胡耀邦的高度评价。陈元方于 1964 年 1 月出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次年 5 月至 10 月，

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两人因工作际会，私交甚笃，深有

默契
[3]
。1984 年 12 月 21 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庆伟在陕西省地方志第四次编纂委员会全体

委员（扩大）会议讲话中说：“元方同志是学者，也是我们的编委会主任。他不但有长期的党政领

导工作经验，而且对陕西的情况熟悉，尤其是他很有学问，造诣较深，擅长调查研究，肯于钻研问

题。今年九月，耀邦同志在接见（白）纪年同志时还表扬了元方同志。”
[4]
1995 年 12 月，中共陕

西省委原书记白纪年为《陈元方文稿选》所写序言中说：中央领导同志曾给予陈元方同志高度的评

价，指出“老同志要向陈元方同志学习，搞点调查研究，搞点学问，出点好主意。”[5]这个“中央

领导同志”，就是指的胡耀邦。

（三）陈元方有着渊博的学养和丰富的社会阅历，这无疑也是他后来致力于地方志编纂并取得

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知情者回忆道：“他没有别的嗜好，工作时间之外就是酷爱读书，广藏博览，

嗜书如命。他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孜孜不息，是个读书不知疲倦也

不满足的人。读书忘记吃饭，读书忘记睡觉是常有的事。而且熟读精思，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

‘不动笔墨不读书’，好学而善记。每读必记，有闻必录，有疑必问，有感必述。他读书总是独立

思想，从不盲从。常常看完一本书，一篇文章，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他读过的马、恩、列、

斯和毛泽东著作以及诗词、史籍等名著批（眉批）、划、圈、点，几乎篇篇都有，重要的或常用的

还另加卡片纸条，需要时可以信手拈来……他的笔记本，经常随身携带，走在那里，记在那里，一

月一本，一年十二本，有编号，有要目，凡是他所接触到的大事、要事、人民事，无不在他笔记之

中，有时我们随他出去开会、调查，常常没有他记得详细清楚。他真是个‘每事问’。无论走在路

上、地头、商店、工厂、学校，碰见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他都要调查一番，问个究竟，甚至

连古庙、寺院的和尚、道士，也要拜他们为师，求学若渴，不耻下问。”
[6]
同时，他早年接受进步

思想，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西安学生运动，曾因组织进步学生上街游行、演讲，要求抗日救国而两

度被捕入狱，初志不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关中、陕南、陕北各地开展革命工作期间，又

曾被无端诬陷，遭受关押三年有余，陈元方骨骼坚硬，一本实事求是的原则，经受住了委屈和考验。

西安解放后，历任西安市委、市政府领导，为西安市的民主改革、政权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

做出了贡献。庐山会议后，曾因反对左倾错误而被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中共西

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等职务，下放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被关押长

[1]牟玲生等：《松柏气节 春蚕精神：沉痛悼念陈元方同志》，《陈元方文稿选》，第 433-434 页。
[2]
陈元方：《怎样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陕西人民出版社，1954 年。

[3]
陈元方：《送某同志离陕赴京（1965 年 6 月 20 日于西安机场）》：“只缘为政主活、宽，十回批判犹不甘。真理在

握拂手去，不信‘左’倾会年年。”这个“某同志”，即胡耀邦同志。《风雨楼诗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0 页。
[4]
李庆伟：《在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4 年 12月 21 日），《陕西地方

志通讯》1985 年第 2期。
[5]
王嵛昆：《浮沉亦峥嵘：记原陕西省委书记陈元方》，《陈元方文稿选》附录，第 437 页。原引语略有出入。

[6]
牟玲生等：《松柏气节，春蚕精神：沉痛悼念陈元方同志》，《陈元方文稿选》附录，第 433-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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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十余年。1978 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

记、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经历曲折而坎坷，而始终信仰坚定，进取无已。而这两种因素完美结合，恰恰成了他晚年选

择从事地方志事业的最佳理由，也成就了他披荆斩棘、挺身志坛而卓然一代方志大家的美誉。

总而言之，要全面探析陈元方的方志学思想，首先要注意的是他作为政治家修志的基本主张。

他判定地方志的记述内容和记述重点，并不完全从技术角度来分析，而是重视从政治思想角度，从

基本理论深处，更从其丰富的革命阅历出发，综合各种因素来进行研判。譬如对“文化大革命”有

切身感触和体会，这是他坚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同时又要求将其与这一时期

国家建设成就加以区分的原因。其个人经历固虽极端坎坷，但他从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个人立场上看

问题，而是把关注的目光提升到政治—历史高度，植根于思想—理论深处，因而其史学观念难能而

又颇显自然地具有穿越时空的深邃性。如此识见和视野的形成，原因固多，但其出类拔萃的知识修

养，显然不无因果。他所重视的历史事件、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甚至包括天文历法学方面的话题，

都与他丰富而宽阔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他对古典诗歌的兴趣和爱好，以及他近似散文化的诗风和

锋芒毕露的讥刺，集中发表在《风雨楼诗稿》
[1]
一书，其实也是他重视历代诗歌文献的重要出发点。

从工作角度来看，他一边延揽社会耆旧，一边敦请高校专家，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地方志事业的

学科策划和重大课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等专家

学者共同策划《陕西省志》的基本框架，便是他重视知识、兼容并蓄的重要标志[2]。这一学术策划

所肇示的宏阔的思想境界和远瞩的知识眼界，至今令人称道。

与此同时，陈元方在参与全国地方志理论建构和机构建设方面，曾提出了不少有划时代特征的

顶层设计思路。不言而喻，地方志机构的行政特点和事业特点的互动配合，乃是地方志事业得以发

挥其应有作用的重要保障。当年陈元方所创设的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作为实体机构，具有组织

领导机构与业务操作机构高度统一的特点，其重视汲引人才、重视专业建设的机制，为陕西省地方

志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智力保障，也为当代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探索性、基础性

的贡献。虽然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政事合一的机构逐步演变为以议事协调机

构为主，具体业务移交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承担，但其曾经给全省地方志事业起步阶段带来的辉煌

气象，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机构设置，至今在一些省区仍有延续。

当然，陈元方领导陕西省地方志事业期间，恰逢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受制于当时

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他有关记载“文化大革命”的学术倡导，仍有一些提法值得深入探讨；他

在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的尝试或探索，也有商酌之处。但是面对业已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不

能简单地以历史的结局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善于发现并提炼出其中积极的、健康的成分，以

期获得有益于整个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元方有关方志学

思想的理论主张及其社会实践，至今仍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1]
陈元方：《风雨楼诗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其中：《有感》（1960 年 10 月于临潼相桥劳动时）：“羞作墙

头草，耻为他人抬轿。千夫指来敢横眉，真理面前甘折腰。”《杂咏》之七《死不瞑目》：“读书喜马列，立志为苍生。

此身无媚骨，休想我卑躬。我若被整死，死后目不暝。我若整不死，活着还斗争。”
[2]张世民：《论史念海对中国地方志事业的贡献》，《中国地方志》2011 年第 10期。又见张世民：《方志学散论》，陕
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41-652 页。


